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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历史教科书的双重认同* ①

李 帆

【提要】 自清季开始，历史教科书成为立足民族国家立场书写王朝历史的重要载体，其中尤以对

清代历史的叙述为典型。清季的历史教科书，既突出王朝特性，又具有民族国家色彩，力求实现王朝国

家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认同目标，但这也导致教科书编写中出现某些不协调。教科书编者尽力在文本中

平衡王朝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消解两种认同的内在张力，着力凸显两种认同中共通的“大一统”
理念，利用“大一统”理念组织历史叙事，使之承担起构建民族共同历史、为民族国家建设铺路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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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至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发生多次变化，大体说来，有一个从天下国家、王朝国家到民

族国家的变迁过程。所谓“天下”，有地理、文化、政治上的多重含义，语义相对含混，与王朝更迭相始

终，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不同解说。王朝则是确定无疑的客观存在，因此在古人看来，王朝名称往往

代表国家名称，“王朝”和“国家”是等同概念。晚清时期，清廷与欧美各国签署的各种条约中，代表

国家名称的“大清国”与“中国”交替使用的情形较为普遍，就是一个实例。① 我们今日所言之“国

家”，一般指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此种观念实为近代之产物，不会出现在近代之前的王朝历史叙述

中。同样在晚清时期，方兴未艾的“新史学”冲击着中国史学的传统理念和体例，在新政改革中催生

的新式历史教科书恰好成为“新史学”的载体之一。这些教科书既以章节体取代纪传、编年等传统体

裁，挣脱“正史”束缚，又融入进化史观、民族国家等新观念，使中国历史的书写焕然一新，其中尤以对

清代历史的书写为典型。此种书写，既突出王朝特性，又具有民族国家色彩，对于国人形成近代意义

上的民族国家认同观念，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学界对清季所编历史教科书不无关注，对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联

也有探讨。② 然于一些深层次问题，如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如何兼顾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历史、怎样

07

①

①

②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与中华民族认同研究”( 项目编号: 16AZS012) 的阶段性成果。
当时也有人认为中国无国名，黄遵宪说:“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 黄遵宪: 《日本国

志》卷 4《邻交志上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 页) 梁启超也持相同看法:“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
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 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梁启超:《中国史

叙论》，《饮冰室合集》第 1 册《文集》第 6 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3 页) 晚清对外交往中，为外交人员颁发的护照上署国名“大

清”，1909 年还颁行过《大清国籍条例》，可见是以“大清”朝名为正式国名。
与此主题相关的讨论，主要有刘超《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以“清朝史”叙述为中心》( 《学术月刊》2014
年第 3 期) 和《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11 章“民族认

同与政治认同: 民国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主要讨论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问题，并非以清季历史教科书为对象，

且仅限于民族与政治认同的视角，很多问题未展开。拙文《浅析清季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 《史学集刊》2018 年第 4
期) 、《浅析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国耻”与“亡国”话语》( 《人文杂志》2017 年第 2 期) ，分别对清季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清

史内容和与“国耻”“亡国”相关的话语进行了探讨，为清史书写的双重认同问题提供了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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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认同中实现历史书写的目的、传统“大一统”理念怎样平衡王朝国家与

民族国家叙事等，探讨尚不深入。探明此类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历史教科书史研究，而且能从知识

生产与文化政治的角度，挖掘出一个相对长远的研究思路，进而深化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认

同等研究。以是之故，本文以清季历史教科书对清代历史的叙述为分析对象，①就上述问题展开探

讨，以期挖掘清季历史教科书双重认同的历史成因，为推进中国历史教科书史研究、完善中国历史书

写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一、清季历史教育的双重目标

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备受重视，除传授基本历史知识外，它还承担着传播主流价值

观、引导民众的功能，所以有“章程”“标准”一类的官方文件予以规范和限定，这是历史教科书不同

于普通历史读物的特点。因此，研究历史教科书文本，从“章程”入手，方为正途。
清季的新政变革，兴学堂乃是重要举措，在学堂章程的起草和制定中，对历史课程的要求有一个

发展完善的过程。1902 年，清廷重设管学大臣，由张百熙担当。在张百熙的主持下，很快拟定了学堂

章程，经清廷批准发布。《钦定学堂章程》在中小学阶段都设置了历史课程，小学“史学”课程实际是

中国史，中学“中外史学”课程实际是外国史，②但对于具体课程要求和所需达到的目的，该章程未作

明确规定。《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引发不少争议，清廷又委任张之洞主持重新修订。张之洞等人以

《钦定学堂章程》为基础，取法日本，制定了新的章程，经清廷批准后，1904 年初以《奏定学堂章程》的

名义颁布和实施。
根据《奏定学堂章程》所定学制，小学教育( 含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 为九年，中学教育为五年，

小学和中学均设有历史课程。对于初等小学的“历史”课，《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其要义在

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③

对于高等小学的“历史”课，《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 “其要义在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

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 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

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④对于中学“历史”课，《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先讲中国史，当专

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 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

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凡教历史

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⑤在新式

中小学教育体系初步确立的清季，《奏定学堂章程》是教育的基本法规，其中对历史课程“要义”的规

定，实际起着“课程标准”的作用，也是编纂历史教科书必须遵循的规范。上述章程对历史课程的要

求，有两个特点: 一是知识性的要求，即通过历史知识的系统传授，使学生知道“中国文化所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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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的清季历史教科书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为主，其时大学历史教育主要集中在京师大学堂，所用讲义多系讲者自编，尚

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教科书功能，故不包含在内，特此说明。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 课程( 教学) 计划卷》，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
19 页。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 课程( 教学) 计划卷》，第 23 页。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 课程( 教学) 计划卷》，第 33 页。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 课程( 教学) 计划卷》，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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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世界之变迁”等，尤其是“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 二是功能性的要求，主张“多讲本朝仁政”，希

望学生了解“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同时强调，要“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

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可见，清廷设定的历史教育目标是较为明

确的。
《奏定学堂章程》对历史课程的要求，显然与中国传统史家看待历史的思路一致，即: 通过对历

史的总结，发挥“资治通鉴”效能，起到经世致用的作用。就其时的现实而言，《奏定学堂章程》颁行

之际，正是庚子、辛丑年间民族危机达于顶点，清王朝力图通过新政改革以自救之时。清廷面临的

形势，内有统治合法性问题，革命党人正力倡排满兴汉，推翻清朝统治; 外有列强加紧渗透和侵略

的严峻危机，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张之洞等对此十分清楚，故力求通过学堂章程的规定，使

历史课程能发挥史学独特的功能。《奏定学堂章程》一方面强调历史课程要“多讲本朝仁政，俾知

列圣德泽之深厚”，另一方面要“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振发国民之志气”。如此要求，反映了统

治者欲通过历史教育实现双重目标: 既认同本朝统治，又适应时代变化，将建设民族国家作为努力

的方向。
具体而言，认同本朝统治，实际意味着认同“大清”这个王朝国家。孟子曰: “人有恒言，皆曰:

‘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①士大夫和读书人对于寄寓文化理想的“天

下”的认同，落实在现实中便是对“国”的认同，而这个“国”在近代之前往往就等于王朝。当然，对于

普通人而言，王朝仍是个笼统概念，在“朕即国家”的时代，君主即是国家的化身、王朝的代表，“忠

君”与“体国”“报国”含义基本等同，认同王朝即等于认同君主，所以要求历史课程对“本朝仁政”要

多讲，使学生知道“列圣德泽之深厚”，乃是从颂圣角度肯定君王统治，从而强化对“大清”王朝国家

的认同。而“振发国民之志气”的说法，则表明统治者主观上已接受“国民”概念，非以“子民”“臣

民”来看待民众，②这实际蕴含着国家观念的巨大变化，因“国民”对应的非“朝廷”，乃为民族国家。
所谓民族国家，大体上都是基于民族和国家的同一性而建立的。一般来说，民族更多的是指具有共

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国家虽有领

土、人民等要素，但核心是统治权，更多的是个政治共同体，“二者构成一个共生体，民族是生命体，国

家是组织者”。③ 就此而论，民族国家也是国族国家，即把所有国民凝聚为单一“族群”而建立的国

家。④ 无论如何，塑造“国民”，就意味着须认同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清王朝已

进入近代民族国家的行列了吗? 如果是，那么在认同本朝统治和认同民族国家之间便不存在矛盾，

历史教育的双重目标亦不难达到; 若不是，这双重目标便存在内在矛盾，难以同时俱达。揆诸历史，

就观念层面而言，此时的知识精英不少已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理念，“但从观念到现实，还有一个过程，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的建立，才在体制上确立了民族国家的架构，在制度层面上确保了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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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勇译注:《孟子》，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132 页。
在清季筹备立宪的诏书中，也明确了“国民”称谓，强调各省将军、督抚需“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

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平和，以豫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44 页) ，主观上欲建立以“立宪国民”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的意愿很明确。
当然也有旧观念借助新躯壳继续存在的现象，即虽用了新名词“国民”，却仍以“子民”释之的情形，但大体还是能说明统治者观

念的变化。
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 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郑文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66 页。
就中国而言，国族即为“中华民族”，自 1902 年梁启超开始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起，逐渐演化为公认的把所有国民凝聚为单一

“族群”的概念。



清季历史教科书的双重认同

认同的基本实现”。① 即是说，在现实层面，民国建立之前的清王朝，还不能说已成为一个近代民族

国家。如此，观念与现实的不协调，使得章程规定的历史教育目标从一开始就陷入两难境地。
实际上，若考察当时章程制定者的思想状况，也会发现相应的双重心态。《奏定学堂章程》是由

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张之洞等人在阐述章程订立宗旨时指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

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

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②张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在此表露无遗。在总括

各类学堂“设教之宗旨、立法之要义”的《奏定学务纲要》中，对于中西学课程有如下说法:“中小学堂

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

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

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参考西国政治、法律

宜看全文。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而中国今日之剽窃西学者，辄以民权

自由等字实之。变本加厉，流荡忘返。殊不知民权自由四字，乃外国政治、法律、学术中半面之词，而

非政治、法律之全体也。若不看其全文，而但举其一二字样，一二名词，依托附会，簧鼓天下之耳目，

势不至去人伦无君子不止。而谓富强即在于是，有是理乎?”③此种说法，可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化，学堂读经“以存圣教”，乃“立国”之本，“参考西国政治、法律”为我所用，

需“看全文”，不能仅抓住“民权自由”做文章。现实针对性如此强烈的《奏定学务纲要》，鲜明体现出

张之洞等人既要维护和延续当朝统治，又要适应时局变化的双重心态。基于这样的背景和理念，他

们在制定学堂章程时，依照既要认同本朝统治又需适应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变化的目标，来规范历

史教育，便顺理成章了。
进而言之，若依“中体西用”的原则，历史课程“多讲本朝仁政”，有助于固本，以此为基，才能“养

国民忠爱之本源”，“振发国民之志气”。从这个角度看，《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历史教育目标虽有

两难之处，但在张之洞等人的设想中，是合理可行的。

二、教科书的文本阐发: 双重认同目标的落实

有了学堂章程，依规编纂教科书自是当务之急。由于新式学堂教育在《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前已

在一些地方兴起，相应已有国人自编的教科书或来自日本的教科书在学堂应用，故如何按照学堂章

程的规定，引导和规范教科书的编写，乃为要务。依照张百熙的主张，教科书的编纂应由国家出面组

织，他提出:“泰西各国学校，无论蒙学、溥通学、专门学，皆有国家编定之本，按时卒业，皆有定程……
臣惟国家所以变法求才，端在一道德而同风俗，诚恐人自为学，家自为教，不特无以收风气开通之效，

且转以生学术凌杂之虞，应请由臣慎选学问淹通、心术纯正之才，从事编辑，假以岁月，俾得成书。书

成之后，请颁发各省、府、州、县学堂应用，使学者因途径而可登堂奥，于详备而先得条流，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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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帆、邱涛:《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84 页。实际上，对于中国何时成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

问题，学界见解不一，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民族国家尚在形成过程中。不过无论如何，一般都承认清季之时尚未完全形成民

族国家。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版，第 298 页。
《奏定学务纲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 498、502 页。



史学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2 期

莫切于此。”①1902 年，在张百熙的努力下，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和编书处，编书处的目标是取中国

学问为学堂所必须肄习者分门编辑，并按照中小学课程门目具体编纂。实际上，这是由京师大学堂

代表国家编写教科书的制度设定。但基于当时的教学实情，这样的教科书无法一步到位，故又有缓

冲性的规定:“刻下各项课本尚待编辑，姑就旧本择要节取教课，俟编译两局课本编成，即改用局本教

授。其外省学堂，一律照京师大学堂奏定课本办理，不得自为风气。如将来外省所编课本，实有精审

适用过于京师编译局颁发原书者，经大学堂审定后，由管学大臣随时奏定改用。”②即: 在尚无奏定课

本的情况下，教员可“姑就旧本择要节取教课”; 外省学堂虽然可以编纂教科书，但必须经大学堂审

定，然后由管学大臣随时奏定改用，才允许采用。这强调的虽是国定教科书的使用，但同时已给教科

书的审定制打开一个缺口。
到 1904 年初《奏定学堂章程》颁行时，教科书审定已成常态:“教科书应颁发目录，令京外官局、

私家合力编辑，书成后，编定详细节目讲授……然官局分编，亦需时日，尤要在使私家各勤编纂，以待

裁择，尤为广博而得要。如有各省文士能遵照官发目录编成合用者，亦准呈送学务大臣鉴定，一体行

用，予以版权，准著书人自行印售，以资鼓励。”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京师大学堂编书处和后来学部

设立的编译图书局，虽然力图强化国编教科书的编纂力度，但与新学堂的实际需要差距甚大。社会

对教科书需求的数量和种类激增，使得朝廷无力应对，因此主要靠审定民间编写的教科书以应学堂

之需，并在政策上鼓励私家编纂，许以经济利益。于是，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官修与私纂并存、以私纂

为主的教科书流通的局面，历史教科书也是如此。相较官修，私纂历史教科书束缚更少，更贴近时代

脉搏和史学潮流。
依照其时课程设置和学堂章程的规定，用于中小学历史教育的教科书陆续问世，截至 1912 年，

出版了数十部之多，但发行较广、影响较大者并不多，以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之系列水准最

佳，也最有影响。具体而言，中国史教科书如柳诒徵编《历代史略》、丁保书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

书》、④夏曾佑编《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陈庆年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姚祖义编《最新中国历史

教科书》、陈懋治编《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吕瑞廷和赵澂璧合编《新体中国历史》、章嵚编《中

学中华历史教科书》等流传较广。基于学堂章程强调“多讲本朝仁政”和“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的

要求，这些教科书只要是将内容从远古写至当下的，就多将“本朝”历史作为叙述重点，所占篇幅超越

前朝。不仅如此，出于教学之需( 中学堂第三年的历史课开设“中国本朝史及亚洲各国史”) ，还专门

有汪荣宝编《本朝史讲义》、⑤沈恩膏编《本朝史》等专述有清一代历史的教科书问世。
当然，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时人在国家认同上是有分歧的。维护既有统治秩序之守旧者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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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百熙:《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 70、71 页。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 253 页。
《奏定学务纲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 508、509 页。
《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由文明书局于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 出版，该书版权页上著者署名“无锡丁保书”。经核查，其时是丁

宝书与张相文、丁福保( 丁宝书之弟) 等共同设计编纂了“蒙学教科书”系列，这套书的多处广告中，《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作

者皆为“无锡丁宝书”，丁福保《畴隐居士六十自述》中亦谓兄名为“宝书”，故“丁宝书”当为确名，“丁保书”或为印刷不规范所

致。( 参见毕苑:《建造常识: 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3 页) 尽管如此，为尊重史料原貌，本

文中引用时，仍署名“丁保书”。另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虽在《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前出版，但其内容和主张与学堂章程的

规定相一致，故在 1906 年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即获通过。
汪荣宝所编《本朝史讲义》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 由京师学务处官书局刊出，宣统元年( 1909 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题名《中

国历史教科书》。



清季历史教科书的双重认同

维新改良立场者以及普通读书人，认同清廷统治下的国家为“本国”; 而对于一些力主“排满兴汉”的

革命党人来说，满族为“异族”，根据西方输入的主权国家原则，“异族”入主中原等于“中国已亡”，言

外之意，清朝已非“本国”。这种情形下，无论官修还是私纂的历史教科书，编纂者的政治立场便显得

至关重要。一般而言，官修者不会否认当朝的合法性，至少表面上如此; 私纂者的情况则比较复杂，

有守旧者，也有革命党人，但更多的是像丁保书、陈庆年、姚祖义之类持维新改良立场的读书人。由

于其时清廷无力全面掌控教科书编者的立场，审定制也徒有虚名，故有不少历史教科书呈现新旧交

汇的现象，各派人士皆欲借用历史教科书宣扬各自的政治理念。不过，像刘师培这样的革命党人，编

写的教科书未写至清朝，①且很少在中小学课堂使用。
有了统一的章程规定，也有了基本一致的前提预设，那么清季的教科书如何组织文本实现书写

目标呢? 体裁上，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等自然不合中小学授课之用，有识之士多将目光投向国

外章节体历史教科书，在华西方传教士编写的章节体教科书遂成为范本; 内容上，在缺乏合用的本国

历史教科书的情况下，翻译和编译国外教科书以充当本国史教材之用，得到了官方许可，不少日本的
“支那史”“东洋史”课本被引入中国。1903 年后，本国史教科书虽以国人自编为主，但参照日本同类

教科书的情形颇为普遍。具体到教科书中的“本朝史”，编纂者也是以章节体为基本体裁，参考日本

教科书的相关叙述组织文本。
由于并非中国传统的正史修纂，而是出于教育使命书写清代史，内容的选择和表述便成为关键。

清季流通较广的几部教科书皆从清初写起，按历史时序写至编者所处时代，大体将清代历史划分为

三个时期———开创时期( 后金政权建立至康熙朝) 、全盛时期( 康熙朝至乾隆朝) 、忧患时期( 嘉庆朝

及其后) 。书中对于从开创到全盛时期的清代历史，突出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叙述，特别是对康

熙、乾隆的征伐战争多所着笔。最典型的如陈懋治《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关于康熙朝历史的

标题为“大清之统一”和“圣祖西征”。“大清之统一”包括“明祀之亡绝”“三藩悉平”“台湾之收复”
“防阻俄人之南下”等;“圣祖西征”包括“圣祖亲征西陲”“圣祖救图伯特”“图伯特之受我保护”“平

定天山南北路”等。关于乾隆朝历史的标题为“高宗之南征”，包括“平定西南夷”“缅甸之盛衰”“暹

罗之盛衰”“缅甸之请和于我”“暹罗之新王族”“安南之分并易代”“征服廓尔喀”等。② 汪荣宝《中国

历史教科书》则在“三藩之乱”“台湾之收复”“东北经略及中俄交涉”“准噶尔之膺惩”“西藏之平定”
“康熙之政要”“青海及准部之叛乱”“雍正之内治及外交”“准部之荡平”“回部之征定”“苗族之剿治

及西南诸国之服属”“乾隆朝之政治”等题目下，③详细叙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军事、外
交史实。限于体例，教科书以史实的铺陈、叙述为主，时而会穿插一些评价，如评论康熙至乾隆朝之

历史，“不特为本朝史之全盛时代，亦中国全史中有数之境遇也”，④“圣祖、世宗、高宗之世，我之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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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1905—1906 年，刘师培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国学保存会出版，内容仅从上古写到西周。另外，当时不少通史性质的教科书

皆未写至清朝。
陈懋治编:《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 1908 年版，第 78—82 页。
汪荣宝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 1909 年版，“目录”。此外，姚祖义编《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谈及康熙、雍正、乾隆三

朝史实时，主要内容为“平定三藩”“郑氏据台湾”“尼布楚之约”“喀尔喀内附”“抚绥西藏”“开辟苗疆”“荡平准部”“征定回部”
“用兵西南”“征抚安南”等。( 姚祖义编:《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第 4 册，商务印书馆 1910 年版，第 16—27 页) 丁保书编《蒙学

中国历史教科书》也用“世祖定鼎及郑成功”“三藩之乱及台湾之镇定”“尼布楚条约”“平定西部”“录用欧人”“高宗经略中亚细

亚”“征服暹罗缅甸”“征安南”等为题，书写顺治至乾隆朝史事。( 丁保书编: 《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 1903 年版，第

55—58 页)

汪荣宝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绪论”，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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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振四方，而文物亦称极盛。”①这些史实的陈述和结论的得出，显然能满足清廷肯定“本朝仁政”的

编写要求和课程目标。
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后世为前代修史，纪传体正史以“本纪”为核心，帝王事迹乃史之主干。清季

编纂“本朝史”教科书，等于写当代史，囿于教科书功能和体例，自不能像修正史般行事，但正史理念

特别是帝王事迹统率史实的写法，还是留有不少影响。② 不过，受“新史学”的影响，一些教科书在叙

述帝王事迹时，对梁启超所称“帝王将相家谱”式的写法有所规避。正如夏曾佑所言，书写时“关乎

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凡为一代兴亡之所系者，无不详之。其一人一家之事，则无不从

略。”③所以从王朝国家认同的角度来看，这些历史表述，恐怕主要不是为突出皇帝的个人功业，而是

凸显清王朝承袭历代正统，造就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统一国家的历程。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

主中原的王朝，清朝超越了“夷夏之别”的局限，建立起多民族统一的王朝国家，并一步步稳定其统

治。在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清季，教科书编者对于“本朝”历史的这一凸显和侧重，显然是为强化学

习者对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的认同意识。
至于从嘉庆朝开始的忧患期，教科书重在强调其内忧外患的时代特征，尤侧重叙述对外事务。

如《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将这一时期命名为“我朝与外国交涉时代”，通过“英俄东略及我国之内

乱”“长发贼之乱及英法俄之交涉”“英俄法之经略”“我与日本之交涉”等题目，④系统书写鸦片战

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史实;《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第四编“最近代史”以

“清之外交”为题，在“鸦片之战及《南京条约》”“挨罗船事件及《天津条约》”“《爱珲条约》”“《北京

条约》”“清日之战”“《马关条约》”“《九龙条约》”“义和团之变及《辛丑和约》”等细目下，连续记载

了鸦片战争以来清廷丧权辱国的历史，⑤虽全系史实铺陈，未加评论，但占了全编最大篇幅，一条条罗

列下去，读之令人触目惊心。“订约”“和议”之类的内容在这些教科书中比比皆是，呈现新的条约体

系下的王朝历史面目。
此种历史叙述，基于中外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前提，特别在如何对待列强的问题上体现得尤为

明显。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汪荣宝指出:“( 乾隆帝) 有‘十全武功’之称，谓两定金川、两定伊犁、
一定回部、一入缅甸、一定台湾、一复安南、两胜廓尔喀也。此等武功于宣扬国威恢张领土上，固有伟

大之效力。然令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轻视外国，误用其惯法以对付欧罗巴，渐至酿成种种之失败

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 中英) 两国以鸦片贸易之纷议，生意外之葛藤，终至以兵力相见。于是数

千年来闭关自尊之中国，不得不一变其面目，公开商港，与世界各国订互市之约。故鸦片战争实近世

中国变局之造端也。”⑥这里所称乾隆帝“十全武功”，仍是在王朝国家框架下的书写，安定缅甸、安南

等宗藩朝贡体制下的藩属国的历史内容亦属其中; 但也同时反思，以此种体制下对待“外国”的方式

“对付欧罗巴”，则招致失败，鸦片战争后不得不“公开商港，与世界各国订互市之约”，导致近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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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丁保书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 58 页。
也有个别教科书如章嵚编《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在章节体下保留纪传体遗风，以《清帝纪》作为清史叙述的开端和统率。
夏曾佑编:《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 2 册，商务印书馆 1906 年版，“凡例”。
丁保书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 60—68 页。
章嵚编:《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下册第 4 编，文明书局 1908 年版，第 36—52 页。此外，《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也以“乾隆

后之内忧外患”“洪秀全之乱及英法之入寇”“我与俄之交涉”“我与法之交涉”“我与日韩之关系”“甲午之役”“列强侵略”等题

目，叙述晚清内忧外患之情形。参见陈懋治编:《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 82—89 页。
汪荣宝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编”，第 99 页; 汪荣宝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三编”，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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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变局。
这样的表述说明，较之嘉庆之前的情形，条约体系下的近世中国显然非单纯的王朝国家形态。

其时与清朝签订条约的欧洲列强皆是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而“民族国家”大多是在有了“主权

国家”概念后产生的，一般遵循主权国家原则而建，故民族国家基本上为主权国家。与这些主权国家

打交道的清王朝，并未被它们视为“天朝上国”，这和宗藩朝贡体系下的藩属国看待清王朝的眼光完

全不同。从认同角度讲，清王朝实际上面临着一个新的国家认同———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视角下的

认同，这自然是一种他者认同。但到了清季编纂历史教科书时，这种他者认同恐已转换为自我认同，

教科书编者笔下的清王朝，已是条约体系下内忧外患不绝的中国，教科书强调丧权辱国的史实，实际

上是想通过对“国耻”历史的书写，激励学习者产生自立自强之心，救亡图存，振兴国家，达成“省悟

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的历史教育目标，这显然是站在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的立场上书

写“国耻”历史，而非仅是王朝认同的产物。
当然，民族国家和王朝国家不一定是分离的，特别是在历史发展道路异于欧洲的中国，“古来并

合”与“近今丧亡”两种历史状态是并存的。丁保书认为:“易姓变代，并吞缩削，地舆之沿革，历史上

之一大原因也。况近代以来，欧西各国，潜谋侵夺，各据要害，租界为名，港场尽失。是编自春秋战

国，迄最近形势，各附地图，详细指示，以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丧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是在

吾党。”①可以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民族国家是王朝国家的延续和发展。尽管如此，但两者毕竟有

别，1898 年 4 月康有为创立的保国会，被顽固派攻击为“保中国不保大清”即为明证。《保国会章程》
开宗明义介绍其宗旨:“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

为保国会。”其他条文也一再强调要“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保国、保种、保教”等。② 这里提到的

“国地”“国权”“国民”等概念，相当于民族国家的核心构成要素“领土”“主权”“人民”，保国会要保

全这三者，意味着所保的对象已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非传统延续下来的大清王朝。“保中国

不保大清”的言辞，将“中国”与“大清”区分开来，证明时人已有较为清晰的国家和王朝相区别的意

识。清季历史教科书的编者多为持维新改良立场的读书人，自是能够作此区别，并在教科书文本中

有所体现。
总体而言，无论对于清前中期历史强者姿态的表述，还是对于晚清历史充满“国耻”意味的书写，

清季历史教科书叙述的清代历史，从体例、宗旨到内容，皆不同于以往叙述王朝历史的史著，并非单

纯为王朝国家写史，而是同时立足于民族国家的立场来书写历史。这样的书写，对于近代中国人国

家观念的转换和民族国家认同的初步实现，发挥了一定作用。若考虑到教科书作为一种承载教化功

能的特殊文本，这个作用在实践中或发挥得更大。

三、不甚协调的双重认同书写

尽管清季学堂章程和历史教科书着眼的是一个国家主体，但历史教育的目标却是双重的———既

要认同作为王朝国家的“本朝”，又要认同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于是，教科书的相关书写就有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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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丁保书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第 2—3 页。
康有为:《保国会章程》( 1898 年 4 月 17 日)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第 4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4—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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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记述嘉庆朝之前的历史，强调的是一个承袭正统的王朝如何建立起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不朽功业;

记述嘉庆朝之后的忧患期，则转换视角，从不平等的中外关系出发，用“国耻”史实激发“国民之志

气”。这样的内容选择，大体与中国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历史进程及关键的时间节点相

吻合。
就国家观念而言，仍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悖论。因王朝国家的国家观是一种前近代的国家观，

是天下观和中国观二者的结合，可谓“天下中国观”，①而近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观是基于主权国家

的理念，视中国为天下万国之一员，与诸国共同结成国际体系。两种国家观的并存，使得清季历史

教科书在叙述相关史实时，难免出现不协调之处，如对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和朝鲜、安南、暹罗、缅
甸等关系的描述，本国史教科书和外国史教科书有所不同。本国史教科书把这些地区逐步沦为列

强殖民地的史实，视作清王朝的“国耻”和王权的“丧失”，即清王朝无法保护藩属国不被侵夺的历

史。如此书写，显系对待宗藩朝贡体系下藩属国的态度，是清王朝“天下中国观”的反映。尽管教

科书编者已具备民族国家理念，但在叙述清王朝与藩属国关系的历史时，还是难以完全走出“天

下中国观”的窠臼。外国史教科书中的同类史实，则归入 19 世纪列强对外侵略的“世界政策”和

“世界主义”之下，如在“世界政策”的名目下，以“远东侵略”为题，概括中日甲午战争、法国侵略

越南、俄德法英等国侵夺中国租借地等史实，②与“英征印度”“法谋拓地”“列国蚕食非洲”等题并

列; 在“世界主义”的名目下，以“列国侵略亚洲”为题，书写中国、印度、安南等被列强侵略的历史，

与“列国分割非洲”“列国攘取大洋州诸岛”等内容并列，不加区别。③ 即是说，外国史教科书并未

将清朝藩属国被侵夺的历史，和其他与清朝无藩属关系的国家被侵略直至亡国的历史有所区分，

所表述的实际皆为“亡国”话语，以此作为警醒国人的镜鉴，其背后的观念支撑乃为民族国家或主

权国家理念。
面对同一段历史，这种书写上的不同侧重，固然出于满足学堂章程的需要，但同时也是各类复杂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前已言及，1903 年以后本国史教科书虽以国人自编为主，但参照日本同类教

科书的情形颇为普遍，具体到教科书中的“本朝史”，多存在参考日本教科书相关叙述的情况。一般

而言，应是先有充分的学术研究，再依凭研究成果编纂作为教育工具的教科书，方可取得较好成效。
然清季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却不合乎这一逻辑。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严格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民

国建立后才逐渐兴起的，因此，清季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是在缺乏国内可依托研究成果的情况

下展开的。而其时的日本学界，已在清史研究上有所成就，还编纂了一些涉及清史的历史教科书( 有

些以汉文书写) ，④自然成为中国教科书编者的取法对象。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值明治时期日本

学术革新之际，史学研究引入西方范式已成常态，来自西方的近代历史观念和历史叙事方式对日

本产生了深刻影响。19 世纪，西方史家开始把民族国家的兴起视作世界发展的主流，兰克史学确

87

①

②

③

④

所谓“天下中国观”，是对前近代中国国家观的笼统概括，大体而言，是指在中国古人那里，“天下”有三层含义: 最狭义的第一层

“天下”即所谓“赤县神州”; 第二层指作为国家的中国与其四周被称为“蛮夷”的各种部落所构成的世界; 第三层以为中国之内

有九州，中国之外更有大九州。“排除了天下的第三层含义，中国不但是天下的重心所在，而且也是天下惟一的国家。”( 姚大力: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第 12 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193—194 页) 这样的观念使得古代中国

以“天朝”自居，在“天下国家”和“朝贡体制”的框架下处理与“外夷”的关系，即便承认有所谓的“外国”，但此一“外国”也是在朝

贡体制下存在的，其内涵并非我们今日所了解的通行概念，即在主观上并不认可有能与“天朝”并列或平等的世界各国的存在。
《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1906 年版，第 424 页。
傅岳棻编:《西洋历史教科书( 中学校用) 》，商务印书馆 1909 年版，“现世记”，第 10—23 页。
如增田贡《清史揽要》，石村贞一、河野通之《最近支那史》，三岛雄太郎《支那近三百年史》，佐藤楚材《清朝史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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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民族国家的史学研究范式。兰克的弟子、长期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的里斯将兰克学说引入日

本，催生了日本的学院派史学。里斯强调民族国家在历史叙述中的重要性，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

就是揭示由不同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的“普遍历史”。以甲午战争后“东洋史”的创立为标

志，民族国家叙事成为日本学界中国史叙述的主流。以 1898 年出版的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
( 1899 年以《东洋史要》之名由东文学社在中国印行) 为代表，中国史与突厥、女真、蒙古等“东洋”
诸民族的历史一道，被纳入“东洋”或“东方亚细亚”的历史框架之中，从而成为适应日本对外扩张

的“近代知识”。①

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对清季历史教科书编者影响甚大。《支那通

史》叙述从唐虞至宋代的历史;《东洋史要》叙述自上古至中日甲午战争的中国历史，旁及东亚诸国

历史。其时涉及清史的教科书编纂，受《东洋史要》影响更深。汪荣宝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东洋

史要》多有参考，它采纳“东洋史”概念，提出“中国史之范围，实占东洋史全体之太半”，并据《东洋史

要》的历史分期，视“本朝创业以来为近世史”。② 沈恩膏的《本朝史》，所依据材料有《十一朝东华

录》《大清会典》《满洲源流考》《读史方舆纪要》《皇朝经世文编》《曾文正公全集》《李文忠公奏议》
《东洋史要》等，③该书除取材原始文献，参考的学术著作主要为《东洋史要》。其他叙述清代历史的

教科书也多有类似情形。
尽管如此，清季的历史教科书在史观上与日本学者所编教科书并非全然一致，且基于历史教育

的特性而有所警惕。沈恩膏明确指出:“近时历史课本，叙本国事，亦或作客观语。盖沿袭译本而失

于检校者，殊不适于国民之教育。”④如，《东洋史要》将清代前中期清军平定新疆的历史，冠以“清与

喀部准部回部及葱岭东西各国之交涉”的标题，而且在描述准噶尔部时称:“准部自噶尔丹以后，三世

皆枭雄，能用其众，与中国抗衡。”⑤其将准噶尔部与中国相并列，不仅是基于日本学者的民族国家理

念，而且易成为一种适应日本对外扩张战略的“近代知识”。汪荣宝《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准噶尔之

膺惩”和“准部之荡平”的名目下，将清军平定准部的历史描述为清帝的不世武功，实际是从王朝国

家认同的角度，凸显清王朝承袭历代正统，造就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统一国家的历程。而日本

教科书编者则强调所谓“种族”界定，⑥甚至将之与“国家”概念相混淆，这也为一些中国编者所警惕:

“我国民族，最为复杂，惟施以共同之教育，方足以铸成大帝国之国民，稍示区别，适以诲争。本书专

重国界，而不涉种族界说，弭阋墙之衅，始可以御外侮。”⑦基于我国民族“最为复杂”之国情而“专重

国界”及“不涉种族界说”的观点，清季历史教科书编者在国家认同理念上与日本同行表现出明显差

异，充分显示出中国教科书编者的独立认知和卓越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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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黄东兰:《儒学叙事下的中国史———以明治时期日本的汉文中国史著作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
汪荣宝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绪论”，第 1、2 页。
沈恩膏编:《本朝史》，中国图书公司 1908 年版，“编辑大意”，第 2、3 页。
沈恩膏编:《本朝史》，“编辑大意”，第 1 页。
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卷 1，金为译述，商务印书馆 1908 年版，第 4 页; 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卷 4，第 1、36 页。
近代民族主义产生于欧洲，特别是 19 世纪强调血缘关系的“族群民族”( Ethno-Nation) 理念的传播，使得民族与国家应融为一

体、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在欧洲较为盛行。基于日本国情，这样的观念易为日本人吸取和认同。其时中国学界并未严格界

定“种族”“人种”“民族”等概念，常有混用现象，如梁启超在著作里常以“汉种”“汉族”“黄族”“华族”“中国种族”等指称汉族，

并未细致区分。教科书中混用现象也很常见，但无论使用“种族”“人种”还是“民族”，《东洋史要》等教科书都将这类概念在书

首着重界定，中国的一些教科书受此影响，也如此处理。
沈恩膏编:《本朝史》，“编辑大意”，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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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历史教科书编者在认同取向上区别于日本编者，固然是出于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状的切身

体验，但能有自身的认同观念，关键还在于其时新知识对他们所起的塑造作用。对清季读书人特别

是从事历史撰述的人来说，影响最大的新知识自然是“新史学”带来的一系列认知，其中以进化史观

的影响最为深远，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进化理念又密切关联着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努力，

关联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上，持维新保皇立场者和持排满革命立场者迥然有别。康有为、

梁启超等力主“合满建国”，梁启超进而倡导“大民族主义”，提出: “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

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 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 合

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①与之相反，革命派提倡排满兴汉，认为“今日之汉

种，无所谓国也”，大清只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号、一族之私名而已，无法得到汉族先进分子的认

同，所以主张“排满建国”的民族主义，即: “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

“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国”。② 尽管两派立场不同，但都承认历史研究对于树立民族主义旗帜、培
养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的重要作用。梁启超认为: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

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

焉。”③章太炎提出:“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

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④这些代表民

族主义倾向与立场的表述及所形成的思想氛围，与中国固有的“无史则无国”的观念具有内在一致

性，是传统史学经世致用功能的新阐发，自然易得到以传统读书人为主体的教科书编者的认可，并

在编纂实践中予以落实。
由于清季历史教科书编者在民族主义倾向上与梁启超等较为接近，故在叙述清朝历史时，自然

不着重强调满汉纠葛，对相关敏感问题或刻意回避，或述而不论，不进行价值判断。如，对于清前中

期盛行的文字狱问题，有教科书即采取回避态度。再如，对待明清鼎革之际抗清关键人物史可法、郑
成功等，仅从个人品行、气节方面予以评价，称史可法“为人廉信，与下均劳苦。其督师也，行不张盖，

食不兼味，寝不解衣，日夜以报仇雪耻为念。每缮疏，循环讽诵，声泪俱下，闻者无不感泣。而权奸内

哄，悍将外争，凡所经画，百不一就。卒至兵顿饷竭，志决身歼。时人比诸文天祥云。”⑤有的教科书

对郑成功抗清的叙述较为简单，对郑氏收复台湾和康熙时施琅率兵克台的经过则描述得较为细致。⑥

这些都说明教科书编者在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的史实时，具有自身倾向性，这固然是基于“大民族主

义”立场的考量，同时亦说明教科书编者的王朝国家认同要高于民族认同，有利于多民族国家认同的

实现。
在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清季，对于刚接受近代民族国家理念不久的历史教科书编者而

言，要在教科书中处理好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确有较大难度。有学者观察到: “中国近

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现实已经表明，尽管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种族民族主义诉求，在中国的国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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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 2 册《文集》第 13 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75—76 页。
余一:《民族主义论》( 1) ，《浙江潮》第 1 期，1903 年 2 月; 余一:《民族主义论》( 2) ，《浙江潮》第 2 期，1903 年 3 月。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 1 册《文集》第 9 册，第 1 页。
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 4)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71 页。
汪荣宝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编”，第 51 页。
参见姚祖义编《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第 4 册第 18 课“郑氏据台湾”、汪荣宝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第 9 章“台湾之收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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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认同方面，国家民族主义的立场始终具有一种支配性的影响。”①“本朝史”教科书中的价值判

断恰恰证明了此论，其历史书写，可谓国族意识下的书写，而非种族( 民族) 意识下的书写。但难处在

于，近代民族国家理念多转经日本进入中国，日本的国家和民族状况使得日本学者倾向于单一民族

国家意识，其所编有关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也多宣扬此类意识，而中国的教科书编者基于王朝国家认

同的前提，自然需摆脱日本相关教科书的影响，努力建构自身的历史解释体系; 同时又要满足既定的

历史教育目标，在王朝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之间寻求平衡。应该说，在这种纠葛中“本朝史”教

科书欲求实现双重认同目标殊为不易，教科书编者应是作了较大程度的努力。有学者指出:“历史是

非民族国家转入民族国家的主要模式; 在东亚及世界各地，历史成为民族的生存形式，成为文明世界

的一员有利于民族国家以历史主体的资格进行自卫。”②若依此言，清季的历史教科书居功至伟，甚

至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史学的一个新传统。既然“历史是非民族国家转入民族国家的主要模式”，那

么通过历史书写迈入民族国家的途径便至关重要，代表官方立场的教科书显然比一般读物更适于

承担这一使命。清季出于民族国家立场书写王朝历史的教科书，其所建构的民族国家话语，讲求

的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必须仰赖于共同的历史，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就此而言，它追求

的是普遍性的历史书写，用普遍主义形塑中国史，实有构建民族共同历史、为民族国家建设铺路的

重要意义。

四、“大一统”: 双重认同的共识所在

清季历史教科书体现出的双重认同特征，自然与编者的认同观念密切相关。在两种国家认同观

念中，王朝国家认同相对更为牢固。在王朝国家认同观念中，“大一统”理念占据核心位置。作为华

夏正统理念，“大一统”是天下国家的产物，与“天下中国观”相始终，历来为王朝国家所奉行。然于

清季走向民族国家认同的时代语境下，历史教科书要达到的目标是实现双重认同，那么，基于“天下

中国观”的“大一统”理念，在民族国家认同的语境下该如何体现? 对于历史教科书编者而言，这又

是一个相对纠结的问题，但同时也是求得共识的方向所在。
前已言及，就国家观念来说，对中国古人而言，“王朝”和“国家”往往是等同的概念，即“天下中

国观”。在“天下中国观”中，“大一统”是核心理念。“大一统”是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基石，

《公羊传》“大一统”的本义主要是指体元居正、慎始保本，后世常用到的统一这层含义，最初在《公羊

传》中并不彰显。但自西汉以来，人们多用统一来阐释“大一统”。董仲舒开始，在对《公羊传》“大一

统”论类比推衍的基础上，逐渐在政治文化领域形成了正统论。正统论是历代王朝确立统治地位的

根本。“正统”概念系指最高统治权的合法性，它既指这个权力在空间中的兼综，又指在时间上的延

续，前者体现了统一性，后者体现了连续性，两者结合构成了“正统”概念的基本内涵。③ 在王朝更替

的历史性时刻，正统论更具有重要意义，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而言尤为如此。故争正统、争
“中国”“中华”名分，成为改朝换代特别是“夷狄”入主“华夏”之时的政治常态，盖因“中国之事，系

乎正统; 正统之治，出于圣人。中国正统之史，乃后世中国正统帝王之取法者，亦以教后世天下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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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第 12 辑，第 203 页。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 页。
参见蒋重跃:《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南京大学学报》200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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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臣为子也。”①这一说法揭示了王朝时代国家认同的根本所在。以此正统论为根基的“大一

统”，就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那么简单了，还含有丰富的政治内涵。和历代统治者一样，清朝皇

帝也热衷于“大一统”，甚至比汉族王朝更为热衷。雍正帝的一段论述很有代表性:“夫中外者，地所

画之境也; 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

外一家之统也; 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 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②他

强调“中外一家、上下一体”且承袭正统的论调，系清代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所在，特别是在批驳一些汉

族士大夫所持的传统“华夷观”时，往往以此为据，认为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

乃“逆天悖理”之举，③充分反映了以“夷狄”入主“华夏”之统治者的特有心态。
在中国史书的书写传统中，维护“大一统”政治是突出特点。这一传统，为后世史家所继承，清

季历史教科书编者也不例外。尽管教科书编者用了些新式概念，但“大一统”理念仍是贯穿教科书

的主线。如姚祖义在《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谈到历史上的疆域问题时说: “中国历代疆域最广

者，惟汉唐与元，而元为尤盛……元则剽悍武猛，勃兴漠北，几混一全亚，旁躏东欧。”而且他将“蒙

古西征”列入书中，主要叙述蒙古征讨东欧的历史。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用“元太祖”“太宗”等庙

号称呼成吉思汗、窝阔台，书写其率兵西征的历史。④ 在本国史教科书中如此表述元朝历史，“大一

统”观念实为根基。相较而言，同时期的傅岳棻在《西洋历史教科书( 中学校用) 》中书写同类史实

时，则以“蒙古西侵”为题加以系统叙述，对成吉思汗及子孙直呼其名，与书写各国历史的情形相一

致。⑤ 可见，本国史和外国史教科书编者在面对同一史实时，基于历史观念的某些差异，采取了不同

的表述方式。
清朝与元朝相似，同样是由少数民族统治，同样的疆域辽阔，而且清朝统治者比元朝统治者更乐

于接受华夏正统文化，更乐于以正统王朝继承者自居，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使得清季“本朝史”教科

书的编者作出了呼应。有学者指出，界定王朝的正统性主要有三个要素: 空间上的“大一统”、时间上

五德终始的循环论和种族上的内外族群之别，而且由于“中国王朝历史的更迭演变异常繁复，并非每

个王朝在建立之初都需要按照以上的三要素统统核验一遍，而往往采取的是各取所需的态度。所以

所谓‘正统’三要素在实际的运行中只能当作一种‘理想型’的模式加以观察。”⑥即是说，不同朝代对

于正统性的界定，都需结合实际情况，并非千篇一律。有清一代，时间上五德终始的循环论已不在

“正统观”的讨论范围，⑦空间上的“大一统”即疆域的拓展成为证明王朝正统的核心要素，种族上内

外族群之别的消弭也是附着于内的要义。雍正帝从“大一统”观念出发所作的概括即能充分证明此

点:“中国之一统，始于秦; 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

朝者也。”⑧“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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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思肖:《古今正统大论》，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1—122 页。
《清世宗实录》卷 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96 页。
雍正帝:《大义觉迷录》卷 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6 辑，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6 页。
姚祖义编:《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第 3 册，第 26—29、31—32 页。
傅岳棻编:《西洋历史教科书( 中学校用) 》，第 26—32 页。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 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236 页。
刘浦江认为，五德终始说的时代随着南宋的灭亡而结束，明清鼎革之后，五运说的影响愈益衰微，清朝一代，再未见到讲求德运

的记载，参见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
《清世宗实录》卷 83，雍正七年七月丙午，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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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奉以为主。”①清代士人也很为此自豪，道光时刘鸿翱曾称:“夫中国，天地之心; 四夷，天地之四肢

也……《中庸》称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天之所覆，地

之所载，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我朝幅员之广，亘古无二。中华十八省外，南极越南，北极俄罗斯，东

极朝鲜，西极雪山葱岭，几得亚细亚之全土。”②清季教科书编者对此亦心领神会，沈恩膏《本朝史》称

清朝占有东亚细亚全部及中央亚细亚之半，东临日本海，而以长白山脉与朝鲜接界; 北以阿尔泰山

脉、外兴安岭及黑龙江界俄属之西伯利亚; 西以葱岭、天山山脉接俄领中央亚西亚; 南临南海，界安

南、缅甸; 西南以喜马拉山脉与印度分界。东西约七千九百余里，南北约五千八百余里，面积四百五

十五万余方里，占亚洲全土 1 /3。③

比较不同时期的论述，空间上的“大一统”为雍正帝、刘鸿翱、沈恩膏所共同推崇，可见其为清王

朝作为正统王朝的标志性特色，也是清代帝王、士人自认超越前代的最值得夸耀之处。仔细分梳会

发现，三人对于清朝疆域的描述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雍正帝所言具有浓重的“天下中国观”
味道，这种“天下中国观”下的“大一统”空间理念，往往呈现中心清晰而边界相对模糊的特征。刘鸿

翱所言对于疆域四至基本有相对明确的界定，而且此言是在他为徐继畬《瀛寰志略》作序时所说，即:

是在大体了解世界各国存在的情形下表述的，是鸦片战争时期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的产物。沈恩

膏在《本朝史》中所明确表达的清朝疆域四至、面积、区划等内容，实为教科书里需要师生掌握的基本

知识点，对应的是近代国家形态下的史地常识。
进而言之，雍正帝和刘鸿翱之言存在相近之处，“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

被，莫不尊亲”，“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之类的说法，强调的均是华夷一家及

族群之别的消弭，乃“大一统”理念的题中之义，而且与清朝统治者一向标举的承袭正统的论调相

一致。④ 沈恩膏文中虽无此意，然承袭前人之处亦明显，尽管其受到日本人之书的影响，但基本还

是“大一统”观念影响下中外、华夷意识的反映。他所谓“大清帝国”之下的“中国本部”，⑤实际就

是雍正帝常常提及的“中外一家”所指的“中”，即“中外”并非意指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和“外

国”，而主要是泛指中原和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区。⑥ 沈恩膏在描述清朝疆域四至、认同以“大清帝

国”为标识的民族国家的同时，⑦继续习用清朝皇帝和士人所抱持之固有观念，在纠结中书写出一

种协调。实际上，任何一种国家形态，无论是“大一统”王朝国家还是近代民族国家，都有一个疆域

领土问题。⑧ 这方面的共通性，是清季历史教科书可以找到的论述结合点，并能以此解决书写上的

两难。
当然，共通不等于相同，作为近代民族国家，人口、领土、政权、主权是其构成要素，其空间范围往

3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世宗实录》卷 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第 696 页。
刘鸿翱:《瀛寰志略序》，徐继畬:《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沈恩膏编:《本朝史》，“总论”，第 1—2 页。
身为满族的清朝皇帝，为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一再申明“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借承自儒家的文化民族主义观念，标榜

自身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中国本部”是明治时期日本学术界常用的概念，泛指当时中国关内十八省，沈恩膏所参考的桑原骘藏《东洋史要》中即有相应表

述。1939 年初，顾颉刚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批驳日本学者为侵华而蓄意制造“中国本部”概念，主张中国学界放弃

使用这一概念。参见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顾颉刚全集》第 36 册，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88—93 页。
参见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视“大清帝国”为民族国家，与晚清来华西人对清朝的认知相关，实为一种他者认同又转化为自我认同的现象。
葛剑雄认为，涉及传统帝国之范围该用“疆域”一词，涉及现代国家之范围应用“领土”一词。参见葛剑雄:《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

疆域的变迁》，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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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较为明确，与“大一统”王朝国家中心清晰而边界相对模糊的状况是有区别的。之所以有此区别，

关键在于如何在国际体系中界定“国家”界限。所谓“民族国家”，大多是在有了“主权国家”概念后

产生的，遵循主权国家原则而建，①近代世界秩序即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集合形成，其外在表现

形式便是条约体系。条约体系下的每个主权国家都是国际法主体。“大一统”王朝国家也有自身

的“国际”体系，即宗藩朝贡体系。如前所述，清季历史教科书在叙述清王朝和朝鲜、安南、暹罗、缅
甸等的关系时，以对待宗藩朝贡体系下藩属国的态度为书写特征之一，而非以对等的“国”与“国”
关系看待。在章嵚的《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中，这一点尤为明显。该书将清朝与朝鲜、安南、缅甸

等的纠葛写入“清之战事”题目下，与清军入关、平定三藩之乱、自郑氏手中收复台湾等战事并列，

未加区分; 而对于清朝和欧美国家及日本的交往，则以“清之外交”为题，从《尼布楚条约》的订立谈

起，直到清季《辛丑条约》的签订，叙述重心完全在鸦片战争之后，其中涉及安南、缅甸、朝鲜等国事

务时，所述为清朝和法国、英国、日本等国的交涉、战争、订约，以至最终丧失宗主国地位的过程。②

显然，“清之战事”下的史实系清朝内部事务，宗藩朝贡体系下的朝鲜、安南、缅甸等藩属国与清朝的

纠葛自然归于此类; 而和欧洲国家、美、日等的交往，则属于条约体系下的外交事务，是一国与另一国

的关系问题。
在丁保书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也存在类似划分。该书第八篇为“我朝与外国交涉时

代”，记载的是清朝与欧洲国家、美、日的交涉历史，而对于清朝和藩属国的纠葛，则以“征服暹罗缅

甸”“征安南”等名目列入第七篇“明季及我大清之开国”中。③ 可见，教科书编者具有明确的界定标

准，是在接受民族国家观念的前提下回溯历史，将主权国家和清朝藩属国分别对待，当安南、缅甸、朝
鲜被列强侵夺，关系到清朝宗主权时，则以外交事务视之，这样就能在“大一统”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

间形成一种逻辑自洽，实现书写上的协调。如此一来，安南、缅甸、朝鲜事务就由“内部”事务变为

“国际”事务。但仔细考察，会发现其间的转换全在于编者的认知，似乎在民族国家时代自然而然就

应有这种转变，而内在的一些纠结之处，却相对忽略了。在这里，“内”与“外”的分野是关键所在。
对于依主权原则建立的民族国家，国家界限是分明的; 但在“大一统”体系下，“中国”是个颇为复杂

的概念，雍正帝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

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④此处的“中国”指包容“华夷、中外”( “中

外”泛指中原和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区) 的全部清朝疆土。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明清时的朝鲜、安南等

藩属国也以“中国”自居，以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自豪。中国古人讲“守在四夷”，实际意味着将军事

防线置于四方的藩属国，尽管藩属国与宗主国之间也有边界线，但和主权国家之间的边界线不属同

一层次的概念。就此而言，“大一统”体系下“中国”与外国的分野，是个需要细加分梳的问题，以条

约体系下的国别概念简单对应是不妥当的。
教科书编者在处理清季中国与欧美主权国家的关系时，关注到西方人对于清朝的认知，在文本

中尽量弥合差异，使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外交往史实得以顺畅关联。例如，在描述清王朝时，教科书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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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主权国家”是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出现的概念。因三十年战争给欧洲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各国为寻求和平共

处之道，签订了这一和约，接受了主权的概念，几乎所有的小国都在条约上签字获得了主权，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

享有国际法确认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章嵚编:《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下册第 4 编，第 6—52 页。
丁保书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目录”。
雍正帝:《大义觉迷录》卷 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6 辑，第 10 页。



清季历史教科书的双重认同

用“本朝”“国朝”等词汇，有时也用“大清帝国”。用“帝国”一词称呼中国，源自明清来华传教士。
在传教士的笔下，明、清两朝均为“中华帝国”。所谓“中华帝国”，固然是由于中国为帝制国家，但更

主要的还是出于西方人对“帝国”的固有认知。在欧洲，历史上有古代的罗马帝国和在中世纪的神圣

罗马帝国等，帝国在人们的意识里总是和广袤的领土、多元的族群、多种文化相关联。传教士等西人

所看到的明清中国，大体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帝国形象，故以“中华帝国”称之，而且成为此后西人对中

国的共同称呼。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虽仍视清朝为“帝国”，但在与清朝签订各项条约时，从自身利

益出发，往往将清朝作为一个条约体系下的政治实体来看待，这一政治实体即西人认知中的民族国

家。因为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只有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间签订的条约才具有国际法承

认的效力。就此而言，视“大清帝国”为民族国家，是西方对中国的“误读”。值得玩味的是，此一“误

读”下的他者认同，又逐渐转化为清季读书人的自我认同，①有些教科书编者就按照民族国家的形象

来塑造“大清帝国”，认为其“必将销融满、汉、蒙、回、藏之畛域，施以同一之政治而进以同一之文化，

乃真跃然为东亚伟大之立宪帝国矣”。② 所谓“立宪帝国”，不是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帝国”，而是英

国、日本等树立的近代榜样。所以，以“大清帝国”称呼清朝，既能延续帝制中国的“大一统”传统，又

能与“大英帝国”等近代民族国家相提并论，实为舒缓“大一统”理念下书写王朝国家历史与民族国

家历史之内在张力的举措。
就时代潮流而言，“大一统”观念的传播与清季激进的思想风潮并不完全合拍。在梁启超等人眼

中，“大一统”会造成“专制久而民性漓”的后果，③一统局面对思想竞争的压抑，将导致专制统治的延

续。但受列强欺凌、积弱不振的状况，又使得人们常常陷于国土被瓜分撕裂的亡国梦魇之中，历史教

科书中出现的诸多国耻、亡国史实，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因此，坚持“大一统”理念，便成为国家免于被

列强瓜分的思想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传递官方意志的教育工具，教科书选择维护“大一统”
的立场而张扬之。以今日眼光来看，无论王朝国家认同，还是民族国家认同，都强调国家统一，若遵

从西汉以来多用统一来阐释“大一统”的传统，“大一统”可谓两种国家认同的共识所在。所以，尽管

存在基于“天下中国观”的“大一统”理念和近代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某些抵牾，但清季历史教科书

所树立的书写统一国家历史之典范，仍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其所构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叙事，

成为值得后人珍视的宝贵史学遗产。

结 语

考察清季历史教科书对本朝历史的记述，会发现其在符合朝廷意旨和顺应时代需求间努力寻求

平衡，从而在起步之际便具有双重特征，即在记述王朝国家历史的同时，又在不断适应民族国家时代

到来的历史新局。在中国史学著述中，清季历史教科书应是最早开始从民族国家立场来书写王朝历

史的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但由于两种国家认同之间存在一定张力，教科书编纂随之产生两种导

向并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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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鸦片战争后，传统中国的“天下”、王朝国家观念一再碰壁，在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和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朝廷官员一度在西方人

的“帝国”认可中找到了“自信”，争取平等国际地位的需求，使得他们愿意在外交活动中自诩“帝国”。这一情形对读书人形成

相关认知影响很大。
沈恩膏编:《本朝史》，“总论”，第 2 页。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 6 册《专集》第 4 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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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是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时代，认同问题是这一时代的关键问题。基于王朝国家和

民族国家认同的某些差异及教科书编者的不同认知，同样面对清朝历史，本国史和外国史教科书的

叙述角度与导向具有明显区别。尤其在表述晚清丧权辱国的历史时，本国史教科书将清朝藩属国逐

步沦为列强殖民地的史实，视为清王朝的“国耻”和皇权的“丧失”; 外国史教科书则采取不同视角，

并未区分清朝藩属国与其他国家的区别，统一皆用“亡国”表述，以此警醒国人。前者显系对待宗藩

朝贡体系下藩属国的态度，是传统“天下中国观”的反映; 后者的观念支撑乃为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

理念。面对同样的历史史实，书写上的不协调，实际体现了双重认同的某种困境。对于民族国家的

构建而言，历史的重新书写，往往是由传统国家转入民族国家的重要途径。在这层意义上，尽管存在

书写上的不协调，但清季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承担起构建民族共同历史、为民族国家建设铺路的

使命。
与一些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从王朝国家走向民族国家的历程是连续的，并未出现断裂，其中一个

重要因素是“大一统”传统的存在。“大一统”可谓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两种认同的共识所在。清季

历史教科书在书写本朝历史时，亦以中国固有的“大一统”理念作为可依托的资源，尽管其中存在王

朝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某些纠结，存在表述的两难，但基于对中国历史特性的把握，这些教科书遵

从了西汉以来多用统一阐释“大一统”的传统，塑造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丰富历史形象。这样的

历史书写，对中国传统史学具有超越性意义，对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进大潮中民众国家认同的形

成更具有重要价值。

( 作者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邮编: 100875)

( 责任编辑: 敖 凯)

( 责任校对: 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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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习俗: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唐代道教》

王永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年 1 月出版，全书 65. 8 万字。
该书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考察道教与唐代民众日常生活，共分十章。第一章讨论道教与

社会的整体关系。第二章从女性角度讨论道教的相关问题。第三章选取部分道士作为分析案

例，讨论唐代道教人士的生活和社会关系。第四至第九章，分别从民间习俗、民间信仰、岁时节

俗的角度考察唐代社会生活中的道教元素和道教的社会影响力。第十章探究唐代道教与儒

学、佛教的关系，阐释这一时期三者之间互动和融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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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ＲY OF AＲTICLES

Marching on the Ｒoad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 Interview with Dai Yi on His Study of Qing
History / / Zhang Jianbi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 ＇s Ｒepublic of China，Marxist historiography has occupied the
mainstream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research，and a number of well-known Marxist historians have
emerged，who have made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have a far-
reaching social impact. In the field of Qing history，Prof. Dai Yi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Marxist
historians. In the form of oral history interview，we document his intellectual journey of studying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of conducting research in Qing history. Besides，he has also talked about his views on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explained his innovative practice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Qing history project. This interview includes precious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these materials，we can rethink their valuable experience in the study of Marxist history.

The Contemporaneous Ｒeverberations of Guo Moruo＇s Shi Pipan Shu / / Li Xiaoqian

Since its publication，Guo Moruo＇s Shi Pipan Shu ( Ten Critiques) had attracted so much attention
among scholars that the author himself had high expectations for it. The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of CPC
also actively promoted this work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However，readers were often more critical and
questioning of this book，mainly because of their pan-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Guo ＇s views of“praising
Confucianism and derogating Mohism”. The academic disputes between Guo and his colleagues were
focused on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on the class standing of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Guo was a minority among his peers who almost universally questioned his views. Ｒeaders outside
the camp either failed to understand his writing intentions or criticized him for making assertions yet without
sufficient evidence to back up. Most of them often disagreed with his views. The long-existing differences in
commenting of Shi Pipan Shu in scholarly communities are derived from some cognitive biases in the stud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n-depth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e Dual Identity of Late-Qing History Textbooks / / Li Fan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history textbook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writing dynastic
histor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nation-state，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nar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late-Qing history textbooks not only emphas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ynasty，but also
had a favor of nation-state，and strived to achieve the dual identity goals of the dynastic-state and the
nation-state. These two aspects also led to some inconsistencies in the compilation of textbooks. Textbook
editors tried their best to cancel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identities as the dynastic-state and the nation-state
by balancing the two in the text，highlighting the shared idea of“great unification”in both. They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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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dea to frame historical narratives，undertaking the mission of building a common history of the nation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state building project.

Writing of Labor Concepts in Middle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in the Early Years of People ＇s
Ｒepublic of China / / Jiao Ｒunming，Hong Yezh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e state strengthened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th on core socialist values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history textbooks. Its goal was to
instill students with a materialistic concept of labor to cultivate a worldview that respected working-class
people and loved participating in labor. “Labor creates people”，“labor tools are the symbols of social
development”，and“working-class people are the creators and promoters of history”were the core writing
paradigm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revolutionary history paradigm was a reflection of the general social
atmospher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which was focused on the promotion of
materialism and of the glory of labor. It highlighted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working-class people and had
extremely positive impact on society.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 / Zhu Luchu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has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heritage. The accumulation of
criticism on historical works over the course of thousands of years became the general trend of this sub-
discipline and shaped its development. It both widened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uplifted its
theory. From commenting on history books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ing historiographical discipline，it
furthermore induced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historiograph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crystallizing into
a methodology of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This process both provided inspiration of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Exploring and revealing these paths and the law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more clearly why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n continuously develope into a knowledge，a discourse，and a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Knowing Is to Bring about Change : Ｒay Huang ＇s Diagnosis of the “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 / / Gao Shouxian

Ｒay Huang＇s research on water transportation and finance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not only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 academic career，but also the basis of his historical concepts. He called the financi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founding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of China Zhu Yuanzhang“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arguing that this system had remained so rigid for such a long time that even continued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Huang ＇s“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has been gained a wide popularity and
accepted by non-academic audiences，but it has also been severely criticized by some professional scholars.
In fact，his historical research follows an approach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professional scholars. It
is difficult to measure it by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His historical research was born out of his
unique experience of war and chaos. In essence， it belongs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political
commentaries”with“knowing is to bring about change”; and his“Hongwu-style Financial System”can be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 highlighting the“absurdity”of the Ming dynasty＇s financial syste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 His position and views are obviously biased，if we carefully examine his specific
comments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we may find many“profound but one-sided”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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